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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客观性和跃迁带位置的移动规律是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采用多智能体建

模技术对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进行仿真研究。发现：①旅游者根据广义交通费用最小原则进行交通方式选择是产

生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原因。②客源城市的人均居民收入、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对外交通方式的发达程度等

是影响跃迁带位置的决定性因素。③不同收入群体对交通条件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导致跃迁带位置移动幅度也不同，

新高铁线路开通对中低收入和中收入群体旅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影响最大，新自驾游线路开发对中收入和中高收入

群体影响最大。④在理想交通条件下，不同收入群体的主交通方式及其跃迁规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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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使居民旅游进入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的时代，旅游者的交通方式选择

行为也变得更加复杂、难以捉摸［1-2］，对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石晓腾等研究发现，旅游

者选择比例最高的交通方式会随着出游距离的变化而变化，产生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和跃迁带，且不同客源城市周围的旅游

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不同
［3］

。石晓腾等虽然提出了交通通达性和客源地周围目标景区的类型与空间分布是跃迁带位置的影响因

素，但并未深入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客观性和跃迁带位置的移动规律还有待研究。旅游交通方

式跃迁现象是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在空间上的宏观表现，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可将客源地出游空间划分为自驾游空间、火

车出游空间和飞机出游空间，对目的地管理组织开展基于出游交通方式的旅游市场细分和营销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揭示

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的影响因素和移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旅游交通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领域［4-8］，旅游交通行为是旅游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9-11］。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者交通方式选

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国际上，Concepción Román以巴塞罗那为案例目的地分析了各旅游交通方式中高

铁与航空之间的竞争关系
［12］

。Hensher 和 Buliung 基于出行链建立了个体出行交通方式选择模型
［13-14］

。Masiero、Hough 等发现

旅游者的交通方式选择受旅游线路模式以及是否跟团旅游等因素的影响［15-16］。Christer Thrane 运用多项式 Logit回归模型，研

究了挪威旅游者在长距离旅游中交通方式的选择，提出旅行距离、旅行相关特质（旅游时长、旅游目的等）和人口统计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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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收入等）是影响旅游者长途交通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17］。在国内，保继刚、邵春福、宋薇等人发现闲暇时间、经济能

力、个人偏好等是影响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18-20］。梁雪松基于高铁与航空的竞争视角，利用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

不同出游距离时旅游者对各种交通方式的选择情况，发现 700km 是游客选择高铁还是飞机作为出游交通工具的竞争点
［21］

。王姣

娥、丁金学等利用 GIS、RS 等空间分析工具，分析各种交通方式的可达性，描述高铁与其他交通工具服务空间的叠合现象，探索

不同交通系统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情况［22-23］。综上，国内外学者虽已发现了诸多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影响因素［15-20］，但对

影响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还未形成共识。石晓腾等人虽然已发现了旅游交通方式的跃迁现象［3］，

但是该研究是基于少数客源城市的案例研究，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客观性有待证实，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的移动规律

也有待研究。 

本文拟在众多旅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影响因素中筛选决定性因素，探究其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多智能体建模仿真

法（Multi-agent Modeling）对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进行仿真研究。多智能体建模仿真法是在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动机网络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用程序展示

行为。通过将不同个体链接到程序上，就有可能模拟一个充满相互作用过程的虚拟世界［24］。与传统方法相比，基于多智能体建

模能够充分考虑个体间的异质性和行为的适应性，展现智能体间的交互性［25-26］。早在 1990 年代，基于多智能体的仿真法开始在

国际上被应用于旅游现象的仿真研究，而后在模拟景区内客流分布
［27］

、旅游地保护决策
［28］

、旅游危机事件管理
［29］

等旅游研究领

域，均体现了很强的适用性。本文如能利用多智能体建模仿真法实现对旅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仿真，那么不仅证明了旅游交通

方式跃迁现象的客观性和普适性，而且也能确定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明晰旅游交通方式

跃迁带位置的移动规律，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1 仿真模型构建 

1.1 智能体定义 

智能体是仿真模型中的基本单位，是指系统内的任何能产生影响自身和其他智能体的事物的实体。智能体可以代表现实世

界中的人，也可以代表现实世界中的物。本文以出游系统为理论模型［30-31］构建客源地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仿真系统（图1）。

智能体包括客源地智能体、目的地智能体和旅游者智能体三种类型。 

 

图 1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仿真系统 

1.1.1 客源地智能体 

在仿真系统中，客源地智能体负责旅游者智能体的输出。本文根据已有研究筛选了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各种交通方式通达

性的均衡程度、客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数量、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 4个旅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32］

。为客源地智能体设置了 6个属性：①火车可达率：从客源地出发可乘坐火车到达的目的地占出游系统中所有目的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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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铁可达率：从客源地出发可乘坐高铁到达的目的地占出游系统中所有目的地的比例；③航空可达率：从客源地出发可乘坐飞

机到达的目的地占出游系统中所有目的地的比例；④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丰富程度：出游系统中自驾游热点目的地占所有目

的地的比例；⑤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城市中居民自身拥有自驾车或能够租、借到自驾车的概率，在实际操作中用有过自驾车出

游经历的居民占所有居民的比例表示；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客源地居民人均每小时收入。 

1.1.2 目的地智能体 

根据与客源地智能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目的地智能体设置了5个属性：①与客源地之间的球面距离；②是否火车可达；③

是否高铁可达；④是否航空可达；⑤是否为自驾游热点目的地。②～⑤四个属性的取值分别根据出游系统中客源地智能体的火车

可达率、高铁可达率、航空可达率和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丰富程度 4个属性值确定。如某一出游系统中客源地智能体的火车可

达率为 0.6，则该系统中任何一个目的地智能体的是否火车可达这一属性的值有 0.6的概率为“是”，有 0.4的概率为“否”。 

1.1.3 旅游者智能体 

旅游者智能体可模拟现实世界中旅游者的行为。已有研究发现，收入是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此外，

随着私家车和汽车租赁行业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自驾游已成为国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旅游方式［3］，是否可轻易获得自驾

车也是影响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为旅游者智能体设置了“收入”和“是否可获得自驾车”两个属性。旅游者智

能体的收入根据所属客源地智能体的人均每小时收入获得。具体算法为以客源地居民人均小时收入为期望值，选择合适的方差

值，利用正态分布函数随机生成。旅游者智能体是否可获得自驾车根据所属客源地智能体的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确定。 

1.2 旅游者智能体交通方式选择规则 

旅游者智能体的交通方式选择规则是仿真模型的核心。已有研究表明，旅游者的出游行为多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33］。效益

最大化体现在交通方式选择上则是成本最小化，但基于常规的票价、油费等显性支出的成本最小原则很难对旅游者的实际交通

方式选择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如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昂贵的飞机而不是火车。因此本文引入广义交通费用的概念，并假设游客在选

择旅游交通方式时遵循广义交通费用最小原则。 

广义交通费用是指旅游者在借助交通工具实现空间转移的过程中所需付出的票价、油费等显性金钱成本和因花费时间所造

成的收入缺失等隐性金钱成本的总和［34］。计算公式为： 

 

式中：M表示广义交通费用；M1表示狭义交通费用，是指旅游者乘坐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支付的票价、自驾出游时支付的

油费、路桥费等显性开支；M2 表示在途时间缺失收入，是指旅游者在实现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位移所需的时间内所产生的收入

缺失；M3 表示疲惫恢复时间缺失收入，是指旅游者在乘坐交通工具实现客源地到目的地的位移后，在消除体感疲惫所需的时间

内产生的收入缺失。之所以将旅游者在途时间和疲惫恢复时间段内的缺失收入定义为广义交通费用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旅

游者在该过程中既没有进行生产活动，也没有进行旅游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同样的时间对于不同收入的旅游者而言意义是不

同的［35-36］，将在途时间收入缺失和疲惫恢复时间收入缺失作为成本的一部分能够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有的旅游者会选择“昂贵但是

快速”的飞机，而有的旅游者却会选择“经济但是缓慢”的火车。 

①狭义交通成本。狭义交通成本 M1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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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表示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球面距离；βi表示第 i种交通方式交通距离与球面距离的换算比例，其中自驾车、火

车/高铁、飞机交通距离分别是球面距离的 1.3、1.4、1.1 倍①；pi是指第 i种交通方式的单位里程票价。根据《铁路客运组织》，

将火车硬座单位票价定为 0.145元/人·km，硬卧单位票价定为 0.2505元/人·km。高铁的单位票价取二等座单位票价 0.45 元/

人·km。航空票价按国务院颁布的《民航国内运价改革方案》中的基准价取 0.75元/人·km。自驾车的单位里程票价比较复杂，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C表示路桥费，取值为 0.4105 元/km①；O表示单位公里油耗，取值为 0.1276L/km；R为汽油价格，取2019 年 12 月

26 日全国 93 号汽油平均油价 7.16 元/L。考虑到自驾游多为家庭出游或结伴出游，按平均每车 3人计算人均费用［37-38］，最终算

得花费 0.4414元/人·km。 

②在途时间缺失收入。在途时间缺失收入 M2计算公式为： 

 

式中：d、βi的内涵同式（2）；vi表示第 i种交通方式的运行速度，其中自驾车、火车、高铁和飞机的速度分别取100km/h、

120km/h、250km/h 和 750km/h［34］；ti表示第 i种交通方式的在途非运行时间，即除交通时间之外的等待时间，包括从居住地到

飞机场/火车站/高铁站的时间和候车时间两部分，根据已有研究，飞机、火车、高铁的候车时间分别取 1.00h、0.75h、0.75h［34］，

居民从居住地到所在城市飞机场、火车站和高铁站时间取客源地城市各区政府到飞机场、火车站和高铁站公共交通时间的平均

值，自驾车没有在途非运行时间；T表示旅游者每小时收入；ri表示第 i种交通方式的在途缺失收入系数，火车、高铁、飞机的

在途缺失收入系数为 1，自驾车的在途缺失收入系数设定为 0.5 和 0.8 两种，当目的地为自驾游热点目的地时，在途缺失收入系

数为 0.5，当目的地为非自驾游热点目的地时，在途缺失收入系数为 0.8。自驾车的在途缺失收入系数小于 1，是考虑到旅游者

进行自驾与乘坐其他交通方式不同，自驾会给旅游者带来驾驶的乐趣
［39-40］

，这种乐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部分在途缺失收入。

如果目的地是自驾游热点目的地（本文假设客源地与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之间开发良好的自驾游线路可给自驾者带来更多的正向

体验［41-42］），则这种乐趣更大，在途缺失收入系数更小。 

③疲惫恢复时间缺失收入。疲惫恢复时间缺失收入 M3计算公式为： 

 

式中：d、βi、T、vi等符号的内涵同式（3）；J表示极限疲劳恢复时间；a为常数；b为疲劳恢复时间系数。J、a、b三者

分别取值 16、69 和 0.25［43］。 

1.3 仿真模型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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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型运行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过程 

仿真模型运行步骤为： 

第一步，客源地智能体产生旅游者智能体。旅游者智能体的每小时收入与是否可获得自驾车两个属性值分别根据客源地的

居民人均时收入和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两个属性计算获得。 

第二步，旅游者智能体选择目的地。旅游者智能体随机选择一个目的地智能体准备访问，与此同时获得该目的地智能体的 5

个属性值。 

第三步，计算选择火车出游时的广义交通成本。如该目的地智能体火车不可达，则火车广义交通费用不参与后续对比，如可

达，则根据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时间判定旅游者选择卧铺的概率，然后计算其相应的费用。本研究中旅游者选择卧铺的概

率与火车交通时间的关系根据问卷数据获得。 

第四步，计算自驾车广义交通成本。首先对旅游者是否可获得自驾车进行判断，如果没有，则自驾车不参与后续对比；如果

有，继续判断旅游者选定的目的地是否为自驾游热点目的地并根据判断结果调整在途时间缺失收入系数，计算自驾车广义交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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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计算选择高铁/飞机出游时的广义交通成本。如该目的地高铁/飞机不可达，则高铁/飞机广义交通费用不参与后续

对比；如可达，则根据公式计算高铁/飞机广义交通成本。 

第六步，对比各种交通方式广义交通成本大小，选定广义交通成本最小的交通方式。 

2 模型验证 

2.1 验证数据 

2.1.1 案例城市选择 

本文选择北京、西安、武汉 3个城市为案例客源地，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北京是我国首都，其综合交通条件全国最好；西安

靠近中国大地原点，到全国各地球面距离较为均衡；武汉位于中国铁路大动脉——京广线的中心位置，铁路通达性优势突出。3

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通达程度、周围旅游目的地的数量、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有利于更加深

入地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2.1.2 数据获取 

本文的验证数据为案例客源地居民在出游过程中的实际交通方式选择数据，利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法获得。在问卷中，课题组

筛选全国范围内近百个在空间上分布比较均匀的 5A 或 4A 级景点作为目标景区，由被调查者填写是否到访过和到访时采用的交

通方式（交通方式包括自驾车、火车、飞机和其他 4个选项。其中，火车包括动车及高铁）。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月，调查地点为案例客源城市的商场、社区等普通市民活动区域。样本规模为城市人口数量的万分之一，抽样方法为便利抽

样。北京、西安、武汉分别回收有效问卷 2077、886 和 1039 份，共计 4002份。 

2.2 模型参数设置 

使用 NetLogo6.1.1软件对旅游者交通方式跃迁现象进行仿真。分别建立北京、西安、武汉 3个客源城市的仿真系统，并录

入相关参数。每个仿真系统内设置 1 个客源地智能体、1000 个旅游者智能体以及 360 个不同距离的目的地智能体（距离客源地

每 100km 内分布 10个目的地智能体）。根据已有研究，将北京、西安、武汉 3 个客源地智能体的火车可达率分别设置为 1.00、

0.64、0.90，航空可达率分别设置为 1.00、0.82、0.65
［44-45］

。鉴于现有研究中对各个城市高铁通达性的定量研究成果较少，本

文基于 2017 年北京、西安、武汉 3 个城市的高铁时刻表对 3 个城市的高铁可达率进行赋值。发现在全国 333 个地级行政区中，

从北京、西安、武汉 3 个城市乘坐高铁可直达并且每日班次大于 3 的地级行政区数量分别是 99、64、95，因此将北京、西安、

武汉 3 个城市的高铁可达率设置为 0.30、0.19、0.29。城市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的丰富程度根据北京、西安和武汉 3 个城市

500km 球面距离范围内自驾游热点目的地所占的比例设置，分别为 0.15、0.40、0.10（全国自驾游热点目的地目录由课题组根据

在“汽车之家”“爱卡汽车网”“太平洋汽车网”3个网站所收集的 1597 篇旅游者自驾游游记、499 条不重复的自驾游线路提取获

得）。居民人均收入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加权平均获得，北京、西安、武汉的居民月收入分别为 6778、5648、6327 元，按每人每月

工作时间 160h 计算，人均每小时收入分别为 42、35、39 元。案例客源城市居民自驾车可获得率为 3 个城市所有被调查者中有

过自驾车出游经历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北京、西安和武汉 3个城市的居民自驾车拥有率分别为 0.72、0.77 和 0.56。此外，根据

百度地图数据，收集了北京、西安和武汉城市内不同区政府到火车站、高铁站和飞机场的具体时间并计算其平均值，最后将北京

居民到火车站、高铁站和飞机场的时间分别确定为 1.38、1.48和 1.96h；西安居民到火车站、高铁站和飞机场的时间分别为1.44、

1.60 和 2.39h；武汉居民到火车站、高铁站和飞机场的时间分别为 1.36、1.26 和 1.88h。 

2.3 模型有效性验证 



 

 7 

仿真系统开始运行之后，1000 个旅游者智能体依次到访不同距离下的目的地智能体，并进行交通方式的选择。访问结束后，

系统自动导出 3个客源城市旅游者在不同出游距离下选择各种交通方式的比例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因为 2017年 3个客源城市

的高铁可达率均较低，且在实际调查问卷中，将高铁包含在了火车的范畴之内，因此在仿真过程中将选择高铁的旅游者算在选择

火车一类。取 3次运行结果的平均值消除仿真输出不确定性的影响，并将其与 3个城市实际调研数据进行对比（图3）。 

 

图 3基于仿真数据与调研数据的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对比 

由图 3可见，仿真数据显示，北京周围第一和第二主跃迁带分别出现在距离客源城市 300～400km 和 1100～1200km 范围内。

实际调研数据显示，北京周围第一和第二主跃迁带分别出现在距离客源城市 300～400km 和 1200～1300km 范围内。对于北京而

言，由仿真数据所得的第一主跃迁带位置与实际数据吻合，第二主跃迁带位置与实际数据相差 100km。仿真数据显示，西安周围

第一和第二主跃迁带分别在距离客源城市 600～700km 和 1200～1300km 范围内。实际调研数据显示，西安周围第一和第二主跃

迁带分别在距离客源城市 600～700km 和 1200～1300km范围内。对于西安而言，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完全重合。仿真数据显示，

武汉周围第一、第二和第三主跃迁带分别在距离客源城市 200～300km、2300～2400km 范围内和 3200km 以外。实际调研数据显

示，武汉周围第一、第二和第三主跃迁带分别在距离客源城市 100～200km、2300～2700km 范围内和 3100km 以外。对于武汉而

言，由仿真数据所得第一主跃迁带与实际数据相差 100km，第二主跃迁带与实际数值重合，第三主跃迁带与实际数值相差 100km。 

综上可以发现，仿真数据与实际调研数据虽然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仿真数据所体现的旅游者对各种交通方式的选

择比例随 O-D 距离增长而呈现的变化规律与实际情况相符，且对于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的仿真结果与实际数值十分接近。

说明广义交通费用最小是旅游者出游选择交通方式时所遵循的基础原则。随着 O-D 距离的增加，旅游者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必会

发生转变，且不同收入的旅游者转变交通方式的距离不同，因此产生了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 

3 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变化预测 

3.1 交通线路变化对跃迁带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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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是世界“交通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最大特点是快速、安全和高效，可以产生明显“时空压

缩”效应［46］。在 2017 年课题组进行原始问卷调查时，因为案例客源城市高铁所能便捷的直达的城市数量较少，因此将“高铁”

这一选项包含于“火车”之中，然而近几年我国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进展飞速，高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竞争与合作发展成为学界

关注的焦点。因此将高铁作为一种独立的交通方式，研究新高铁线路开通前后旅游交通跃迁现象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此外，目前自驾游市场已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自驾游的发展还处在休闲观光阶段，自驾游线路

的开发与建设也未得到充分重视［42，47］，因此探讨新自驾游线路的开发对旅游者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

意义。 

本文基于构建的出游交通方式仿真模型，定义了五类不同收入的旅游者智能体，分别为低收入旅游者（时收入15～25 元）、

中低收入旅游者（时收入 25～35 元）、中收入旅游者（时收入35～45元）、中高收入旅游者（时收入45～55 元）和高收入旅游

者（时收入 55～65 元）。通过调整客源地智能体的属性参数，模拟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路开发前后不同收入旅游者所产生的旅游

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差异，如图 4所示。左侧一列为初始状态下不同收入旅游者的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在该状态下客源地的火车

可达率和航空可达率属性值均为 1，高铁可达率和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丰富程度均为 0。中间一列，假设客源地在某一方向上

新开通高铁线路，使得客源地在该方向上高铁可达率为 1。右侧一列，假设客源地在某一方向上开发新的自驾游线路，使得客源

地在某一方向上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丰富程度变为0.4（鉴于自驾游热点目的地的特殊性，自驾游线路的开发并不能使该线路上所

有的目的地均变为自驾游热点目的地）。因本部分仿真不涉及具体客源城市，所以根据已有研究将客源地居民到火车站、高铁站

和飞机场的时间定为 1.5、1.5 和 2.0h［34］。 

如图 4 所示，原始状态下，低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客源地 0～160km 范围内主交通方式为自驾车，160km 以外主交通方式变

为火车。新的高铁线路开通并未使其产生跃迁现象的位置发生改变。新自驾游线路开通后，产生跃迁现象的位置变为距客源城市

180km 处。 

对于中低收入旅游者群体而言，原始状态下距客源城市 0～240km 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40～1750km 范围内火

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750～2400km 范围内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400km 以外火车再次变为旅游主交通方式。高铁开通后

240～1200km 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200～2750km 范围内高铁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750km 以外火车再次成为旅游主

交通方式。自驾游线路开通后，距离客源城市 0～280km 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80～1650km 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

通方式，1650～2500km 范围内飞机为主交通方式，2500km 以外火车再次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 

对于中收入旅游者群体而言，原始状态下距离客源城市 0～350km 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350～1180km 范围内火

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180km 以外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高铁开通后 350～720km 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720～1800km

范围内高铁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800km 以外飞机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自驾游线路开通后，距离客源城市 0～800km 范围内，

自驾车为主交通方式，800～950km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950km 以外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对于中高收入旅游者群体

而言，原始状态下，距离客源城市 0～480km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480～760km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760km

以外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高铁开通后 480～680km 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680～960km 范围内高铁成为旅游主交通方

式，960km 以外飞机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自驾游线路开通后，距离客源城市 0～800km 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800km

以外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 

对于高收入旅游者群体而言，原始状态下，距离客源城市 0～580km 范围内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580km 以外飞机为旅

游主交通方式。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路开通均并未使其产生的跃迁现象的位置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路开通对不同收入旅游者群体的影响不同。高铁开通对中低收入和中收入旅游者群体交通

方式选择行为影响最大，自驾游线路开通对中收入和中高收入旅游者群体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影响最大。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路

开通对低收入和高收入旅游者群体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均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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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交通线路变化对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影响 

3.2 收入水平对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影响 

基于构建的出游交通方式仿真模型，将其中客源地智能体的火车可达率、航空可达率和高铁可达率属性值均设置为 1，将客

源地周围自驾游热点目的地丰富程度设置为 0.4。同样构建五类收入水平的旅游者智能体，对理想交通条件下不同收入旅游者交

通方式选择行为及其产生的跃迁现象进行仿真（图 5）。 

 

图 5收入水平对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影响 

如图 5 所示，在理想交通条件下，低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离客源城市 0～160km 范围内以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60km

以外以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中低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离客源城市 0～280km 范围内以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80～1200km

范围内火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在 1200～2700km 范围内以高铁为旅游主交通方式，2700km 以外火车再次成为旅游主交通方式。

中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离客源城市 0～750km 范围内自驾车是旅游主交通方式，750～1800km 范围内高铁为旅游主交通方式，

1800km以外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中高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离客源城市 0～1150km范围内以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1150km

以外以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高收入旅游者群体在距离客源城市 0～610km 范围内以自驾车为旅游主交通方式，610km 以外以

飞机为旅游主交通方式。 

在理想交通条件下，不同收入旅游者群体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不同，在客源城市周围产生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的次数也

不同。低收入旅游者群体在客源城市周围仅产生 1次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旅游主交通方式由自驾车转变为火车，高铁与飞机

均没有以旅游主交通方式的形式出现；中低收入旅游者群体在客源城市周围产生 3 次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分别是旅游主交

通方式由自驾车变为火车、由火车变为高铁和由高铁再次变为火车，飞机未以旅游主交通方式的形式出现。中收入旅游者群体在

客源城市产生 2 次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分别是旅游主交通方式由自驾车变为高铁和由高铁变为飞机，火车未以旅游主交通

方式的形式出现。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旅游者群体在客源城市周围仅产生 1 次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旅游主交通方式由自驾车

变为飞机。总体来看，收入越高的旅游者越倾向于选择飞机和自驾车作为旅游的主交通方式，收入越低的旅游者越倾向于选择火

车和高铁作为旅游的主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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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多智能体建模仿真法，基于效益最大化理论，构建了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仿真模型，较好地模拟了不同城市居

民出游时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在证实了仿真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预测了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路开发对不同收入

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①广义交通费用最小是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基本原则。旅游者会基于自身的收入水平、是否可获得自驾车，通过衡量

客源城市与目的地之间各种交通方式所产生的广义交通费用，选择费用最小的交通方式出行。广义交通费用在后续的旅游研究

中可成为一种新的衡量客源地与目的地距离的指标。 

②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是可被预测的客观现象。通过多智能体建模仿真法，模拟出了案例城市旅游者的旅游交通方式跃

迁现象，说明跃迁现象是客观现象，具有普遍性。进一步确定了客源城市的人均收入、自驾车可获得率、客源城市对外各种交通

方式的发达程度以及客源城市周围旅游目的地的类型与分布是影响跃迁带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③不同收入旅游者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不同，对交通条件的敏感程度也存在差异。低收入旅游者出游时仅以自驾车和火车

为交通方式，高收入旅游者出游时仅以自驾车和飞机为交通方式，两个群体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几乎不受高铁开通和自驾游线

路开发的影响。中低收入、中收入、中高收入旅游者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相对复杂，涉及了多种交通方式的转变，中低收入和中

收入的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容易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中收入和中高收入旅游者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容易受到自驾游线路

开发的影响。本结论并不仅仅适用于旅游交通方式的选择，对居民长距离出行时交通方式的选择也有一定的适用性，可为客源城

市的旅游规划提供参考依据。经济发达水平较低的城市，交通建设仍应该以火车为主，随着城市经济发达水平的提高，依次进行

高铁线路开通、自驾游线路开发和飞机航线的增加更为合理。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在构建旅游者智能体时，只将个人收入和是否可获得自驾车作为影响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的个人因素，

仿真结果虽能对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宏观规律进行把握，但在具体数值上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异。此外，后疫情时代，旅游

者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变，如更加偏好自驾游，有意远离人口密集型交通工具等。这些虽不一定会使旅游

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根本原则产生动摇，但也一定会对旅游者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增加

更多的影响因素，使仿真结果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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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数据为经验参数。参数获得过程如下：以北京、西安、武汉为案例客源地，筛选全国近百个不同距离的优质景区为案例

目的地，分别利用高德地图 App、智行火车票 App 和航旅纵横网站搜索从 3 个案例客源地到各目的地的自驾距离、火车/高铁行

驶距离和飞机飞行距离，然后将其与对应的球面距离进行拟合分析。 

2此数据为经验参数。参数获得过程如下：以北京、西安、武汉为案例客源地，筛选全国近百个不同距离的优质景区为案例

目的地，利用高德地图 App搜索从 3个案例客源地到各目的地的路桥费，然后将其与对应的球面距离进行拟合分析。 


